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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正 

                                  唐士其 

 

   [内容提要]  社会公正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的内在需要，是其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的

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社会公正的状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最明显的体现

就是世界范围内以及各国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诸多的社

会问题。就中国的实现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的

同时，在社会公正方面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社

会未来发展的紧迫任务，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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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Social justice is one of the intrinsic demands of, as well as preconditions for the 

harmony, stabil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y human community. However, the status of 

social justice is greatly eroded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different degree with 

the enlarged wealthy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ithin every 

country. In the case of China, even if an astonish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since 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a lot of problems concerning social justice have 

also been accumula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for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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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公正是任何一种人类群体的内在需要 

    社会公正是国家社会职能的基本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职能行使状况的

重要指标。用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正义是社会结构的第一要义，如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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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体系一样”。因此，“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

右。”[1, pp. 3,4]

然而，对于社会公正的内涵，在不同的思想传统中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理解。新自由主

义只认可“起点的公正”，即坚持社会公正仅仅意味着不因为任何外在的理由剥夺任何一位

社会成员的任何一种法律权利，并且认为这是唯一能够、同时也是唯一必须由国家予以保证

的社会公正，超出这一限度的国家行为反而会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因此，对新自由主义者来

说，社会公正的含义在社会经济层面就只意味着在法律上保障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市场，至于

市场机制最终所导致的社会结果无论如何都是公正的。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相信，只要起点

公正则结果自然公。如果严格按照这样一种理解，那么国家基本上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

逻辑依据行使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职能。 

另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比如上面提到的罗尔斯则提出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相当不同的

正义原则。罗尔斯强调，“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最广泛的自由；对于

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按如下的方式加以安排，使其（1），可以期望对所有人有利；以及

（2），只与对所有人公开的地位和职位相关。”罗尔斯并且强调，第二项第二个小项必须优

先于第一个小项。[1，p. 53]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公正原则相反，罗尔斯强调的实际上是结果的

公正，也就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治安排是否公正，必须根据其对人们实际的社会地位及社

会状况所生产的影响。同时，要保证任何一种被允许存在的社会差别最终都能导致所有社会

成员利益的增进，国家将会被赋予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而市场行为也会在诸多方面受到干

预或者限制。 

当然，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是一回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持有的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又

是一回事。在19世纪末之后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既保证起点平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结果平等的社会正义标准实际上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的认可，也可以说已经成

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原则，并且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在西方是把“文明

的资本主义”与“野蛮的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基本特征。维护和发展这种社会政治观念，

是世界上众多政治力量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它根本不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利益或者某种学说

的鼓动而被社会所放弃。那么这种正义原则的逻辑依据何在呢？ 

首先，由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都是在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生存与活动的，所以只

谈论单纯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换言之，如果不考虑不同个体在社会生

活中的实际地位和条件，无差别地赋予他们法律上的平等的话，那么这种平等马上就会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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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生活中的各种不平等所代替。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谈论一位

亿万富翁与一位身无分文的赤贫者平等地进入市场的权利毫无意义一样。 

其次，从根本上看，所有的经济行为同时都是政治行为。比如，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不

可能缺少保护私有财产权法律，而对什么样的物质对象能够成为私有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却

是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个体的人可以被当作另一个人的私有

财产即奴隶而得到产权法的保护，所以美国要通过一场战争来改变这种政治法律制度。非洲

丛林中与当地居民一同自然生长的某种生物资源，由于它们的基因被某个发达国家的科学家

所解读，结果根据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当地居民反而不能自由地利用这种资源为他们

的生活谋取福利。这种近乎荒唐的逻辑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体系中才会存在。 

正是由于经济与政治和社会过程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也都会产

生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果。如同美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所说，“实际上，因为贸易几

乎总是会带来特定的再分配效应（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的个人之

间），所以任何捍卫自由贸易的主张都不可能不面临导致这类后果的实践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问题。同样，当贸易所导致的变化冲击了（甚至腐蚀了）原有的国内社会秩序的时候，人们

也不必指望它会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2, p. 324]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基于一种特殊的价值法则或者说“效用”法则建立起来的。

这种法则根据人类行为能够带来的、可以以货币为单位加以衡量的利益为它们赋予价值或者

效用，然后再根据表面上的平等原则实现这些价值或效用之间的交换，使财富集中到某些行

为者手中，并且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利用这些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很可能这种价值法则或者

效用法则比较有利于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但它们并不能真正体现各种行为本身的社会价

值。一位农民生产粮食养活了另一位制造电脑芯片的工程师，很难说后者的行为具有比前者

更高的社会价值，但它们的市场价值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因此，即使为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或者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能够有所发展，一

个社会不得不全面引入市场法则，但如果考虑到基本的社会公正，也就是说不仅使每一个人

的行为的市场价值，同时也使其社会价值得到相应的承认的话，那么第二次的分配，则根据

社会原则进行的分配就成为任何一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如基尔斯所说，“无论是市场

还是资本的逻辑都从来不会自动地创造出平等和社会公正。要创造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必

定需要人类有意识的和有目标的、以人道的道德义务为基础的行动。财富和繁荣是由社会决

定的创造物，它只有通过对资源和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才能获得。人类进步的标准是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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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实现与对贫困和剥削的消除，而非不受约束的私人财富的积累或者权力的赤裸裸的行

使。”[3, p. 10]

就此而言，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与其他

社会成员产生联系，那么社会公正就必须成为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这里不

存在慈善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公正的原则在严格的意义上并非产生于人类对弱者的同情，

因为从逻辑上说，在没有界定公正标准之前，是没有办法界定同情这种心理状态的。另外，

公正原则也并非出自实际利益的算计，人们并不是因为惧怕社会冲突才需要社会公正。当然

从结果来看，一个严重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的社会必定会导致大量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所

有人都遭受利益的损失。正如约翰·格雷所说，“在一个大多数人的经济安全被世界经济所

威胁的时代，自由市场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自由放任的体制会引发相反方向的运动并冲破

其限制。虽然这种运动无论表现为民粹主义的还是仇外的、原教旨主义的还是新共产主义的，

都很难实现其目标，但它们却完全能够把支撑着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脆弱结构撕成碎片。”

[4, p. 20]  

 

二、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公正的冲击 

上面的论述表明，公正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的内在要求，也是该群体能够持续存在与发

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

国家多多少少正在从各种社会职能领域、包括社会公正领域后退。不少人因此认为，在全球

化过程中，“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目标已经受到挑战，并且在根本上被国家经济行

为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埋葬。”[5, p. 22]或者如美国政治学家波特所说，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

谈论得最多的已不再是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在激烈的全球竞争过程中，一个国家

如何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竞争者，如何才能保护好它的货币与股票市场的问题。[6, pp. 354-372]

国家从社会职能领域的撤退意味着市场关系向社会的全面渗透，而这种渗透产生的最严

重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全球范围内财富分布状态的恶化即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具体地看，

全球化带来了两个层面上的贫富分化。一是穷国与富国的分化，二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穷人与

富人之间的分化。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有许多国家、另一方面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有

不少人或者不少地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 

全球化之所以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其原因固然有诸多方面，但发挥了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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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等。 

首先是贸易结构的变化。20 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行业内贸易与

产业间贸易相比，前者的比重大大上升。这种贸易结构对于主要依靠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

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因为其直接后果就是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不断

下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项统计，世界上 48 个最贫困的国家因为出口减少和

粮食进口增加，每年要损失 3 亿至 6 亿美元。[7, p. 125]尤其不合理的是，世界上一些最高的关

税壁垒又是针对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5 年的统计表明，发展中国家

向发达国家出口时面临的平均关税水平竟然是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关税水平的 3 至 4 倍，[8]这

就进一步断送了这些国家发展的可能性。 

其次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在国际层面，由于新自由主义

的贸易政策、以及各种渗透了新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协定与国际机制从总体上说限制了发展

中国家的贸易管制能力，从而减少了它们可能的收入来源；在国内层面，由于西方国家的压

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了许多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以实行所谓的“结构调整”，但这些政

策实施的结果通常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 

最后是金融危机的影响。20 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

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整个拉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倒

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发生在东亚的金融危机则不仅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受打击，

而且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一个最恶劣的结果，是少数国

际金融巨头卷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大笔财富，因此从客观上导致了财富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从 1970 年的 7000 万（总

人口的 60％）减少到 1993 年的 2590 万（总人口的 13.7％)，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却又使这一

成果化为泡影，因为它再次使总数达l.3 亿的印尼人陷入了贫困。[9]

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现象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加以形容。1996 年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10]称，尽管 30 年来 15 个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但在 100

个国家中有 16 亿人的生活状态比 10 年前更为恶化。又过了 10 年之后，根据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2005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在之前的 10 年间，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50 个，

全部分布在非洲）经济状态仍然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比如说，在 1990 年，美国的平

均收入水平是坦赞尼亚的 38 倍，到 2005 年已经扩大到 61 倍。[10]从另一个角度看，全世界

的国民生产总值 1993 年为 23 万亿美元，其中 18 万亿属于工业化国家，仅 5 万亿属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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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而后者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将近 80%。[11]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关注，那就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国生产了全球高技术产品的 90.5%，[2, p. 255]而在非洲，直

接投资在 1994—1995 年间就下降了 27%，实际投资总额仅为 21 亿美元，即世界投资总数

的 3%。[12, p. 14]这说明，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已经最终影响到了经济全球化中失败的一方未来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中贫富分化的另一方面是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而且一个基本趋势是巨额财富越来越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多的人则陷入了贫困的深

渊。1999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 1998 年之前的四年中，世界上

200 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多，超过了 1 万亿美元，而其中前三名的资产已经超过

了所有欠发达国家 6 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9]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

分化最严重的恰恰是倡导新自由主义最积极的美国。据统计，这个国家 5％最富裕人口和 5

％最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 1947—1973 年之间已经有所减少，但在 1973—1996 年之

间却又增加了 50％以上。[13, p. 3]在 1991 年，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 10％已经拥有全国总资产

的 83．2％。[14, p. 21]

其他西方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但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

实。总的来说，在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影响下，西方国家 20 世纪末生产的发展、技术

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进展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事实上获得的是一种

“没有闲暇机会，没有四天工作制，没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安全的增长。”[15, pp. 48-49]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更为严重，在这方面巴西

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1 年的统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巴西人口中最富裕的 5％和最贫困的 5％的收入相差 26 倍。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在哪一类国

家，贫富分化的加剧不仅仅意味着贫困者收入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教育

水平、健康水平以及社会处境的全面下降。可以想见，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严重的社

会问题，从而最终破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产

业结构在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调整，这表现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些传统产业的衰落以及这些

产业向低收入地域或者国家的转移。在此过程中，传统产业的从业者自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而他们自身的知识与技能水平又使他们很难在通常具有较高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的新兴产

业中重新就业。一个具体数字是，在西方国家，从 1960 年到 1990 年间，对非技术工人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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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人的需求量相比下降了 20％左右。[16, p. 11]当然，非技术劳动者所面临的不仅是失业的威

胁，由于大量失业者的存在，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普遍出现了明显下降，同时还导致了大量

部分就业的现象。 

另外，20 世纪末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也体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与资本和技术相

比，劳动的相对价值在不断地降低。当然，这种现象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而

非单纯的经济机制的结果，虽然从客观上看这样一种资本、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可能更有

利于经济增长。为说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用以指

资本的集体网络，而“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这体现

为一种不断通过技术革命降低人类活动的价值的倾向。”[17, p. 47]

然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

包括削减税收、削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减少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开支等等，它们从总体

上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再分配职能，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贫困者可能拥有的机会。在税收方面，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高税收等级在 1985 年占总人口的 52％，到 1990 年就下降到 42％；[9]而

增值税的广泛采用则因其涵盖了人们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在事实上加重了穷人的负担。从

另外一个方面说，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中，各国为了吸引外资往往对外国投资者提供

不同程度的补助或者政策优惠。然而，这类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再分配效应，它往往把财

政负担转嫁到了国内纳税人，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纳税群体身上。 

与此同时，各种劳工组织的力量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受到了削弱，或者说，新自由主义

的社会经济政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有组织、有意识地限制劳工的力量和保护资本的利

益。劳工组织力量的下降使广大劳动者无法通过有组织的方式有效地为自己争取更为有利的

经济地位。另外，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即资本与劳工之间高度的不平衡性也使前者处于绝

对的优势，因为“资本是全球化的，而劳动一般来说则是地方性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

动整合并且形成了它们统一的利益与强烈的集体认同，而劳工则越来越被分化，“正在失去

其集体认同，在其能力、工作条件、利益与目标方面越来越个体化。”[2, p. 79]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是不同的。在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本来就已经非常完备，民主化程度也

比较高，人们仍然拥有相对较多的政治渠道表达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对抗，并且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还能够抵御其影响。[2, p. 332]但是，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原有的社会福利

与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不够发达甚至相当落后，民主化程度又比较低，公共社会也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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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制度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志，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进行抵抗，所以当

政府放弃对他们的保护时，一种类似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赤裸裸的“羊吃人”的现象又再现

了。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实际上已经从不平等向非人性化发展。[18, p. 

17]

世界范围内两个层面上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已经使不少人改变了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

而简单化的看法，同时也使人们开始怀疑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即经济自由化能够带来

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能够自动消除贫困（这就是所谓的“滴渗效应”）。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进行的结构调整一揽子计划中，也不得不把社会

安全保障体列为一项基本内容，并且在 1999 年把促进结构调整基金会（ESAF）更名为减少

贫困促进发展基金会(PRGF)。1996 年以来，世界银行也通过结构调整政策评估行动，与l000

多个民众组织一起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与贫困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联系。该组织的

一份报告明确表示，“要使调整获得长期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形成社会共识——跨国分析表

明，在收入和财产方面极不平等的社会，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都较差，从而导致投资率和

增长率都较低。”[19]

贫富分化问题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商业化的社

会，贫困者同时也就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其他一切的社会价值与可能性，从而成为被排斥的一

方。这种排斥使他们被动地处于一种与主流的社会价值相对立的地位，甚至成为社会的叛逆

者。作为其结果，在一个国家内部可能表现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社会冲突的发生，而在国

际范围内则不仅表现为穷国与富国的对立，同时也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国际恐怖活动。

就此而言，贫富分化的问题，不仅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正义观念、考验着这个社会的良心，也

关系到这个社会和谐的、和平的生存本身。 

另一方面，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财富聚集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社会其自身经济发展的

潜力也会是非常有限的。其原因至少有两个层面。首先，贫富悬殊的加剧阻碍了大多数人发

展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到一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美国经济学家格里芬指出了这一点：“资

本占有方面的不平等可能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次优化，同时也会影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人

力资源开发。”“在某些情况下，资产的再分配可以通过创造一种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

和政治环境、减少社会冲突、降低风险和刺激物质性投资、技术进步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制

度创新、以及通过把以控制冲突为目标的非生产性支出转移到更具有建设性的目标上来而促

进增长率的提高。”[20, pp. 14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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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财富畸形集中的社会，由于广大民众只具有极低的消费能力，从而难以形成

一种能够保证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而繁荣的国内市场，而市场的萧条最终将导致经济发

展的停滞。相反，在一个收入公平分配的国家，由于能够维持一个旺盛有力的大众消费品市

场，从而也就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基础。[21]因此，严重的贫富分化从根本

上来说是与社会的持续发展相矛盾的。 

总的来看，一个实现了基本的公正原则的社会往往是一个能够得到和谐发展的社会。只

要公平与效率兼顾，两者配合得当，经济发展更能够得到长久的保证。换言之，社会公正本

身就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因素。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埃文所

说，“经验证明，技术本身并非发展的关键，可能也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改变一

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适当的技术’。因为经济体系中某个部门的技术变化要能够产生广泛

的、积极的影响，它们可能必须要立足于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基础之上。”[22, pp. 89-90]

 

三、实现社会公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 

在社会公正的问题上，中国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应该说，改革开放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

多重的。一方面，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由

此也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此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增大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是各级政府在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部分地忽视了自身在社会公正方面

的职能。也就是说，在尽可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在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再分配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出现的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

进中遇到的问题多少有些类似，即一方面政府退出了诸多的社会职能领域（尤其在中国这样

经历了近 30 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曾经几乎包办了所有社会服务职能的国家，政府大规

模的撤出，对社会引起的冲击显然会更大），另一方面替代性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又没有

跟上，于是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社会职能的空白现象或者说社会职能的盲点。 

在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持

续下降，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相反的趋势。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体

系的建设却大大滞后了。仅仅从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增长率在改革开放

期间有所下降的情况：1979—1997 年全国医院和病床数量年增长率为 2％和 0.3%，而在

1953—1978 年间的年增长率则为 10％和 12%。[23, p. 673]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尽管总体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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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反而有所下降。根据另外一项调查，政府、企业和个人中没有一

方认为自己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体系改革中受益，以至目前家庭最

关心的前三个问题都与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它们是医疗、失业和经济困难。[24]

表 6—1  政府支出GDP的百分比（单位：％）[25, pp. 53, 262]

                                                                    

年份 1978 1985 1990 1995 1999 

总支出 31．0 22．4 16．6 11．7 16．1 

社会支出 4．1 4．6 4．0 3．0 4．4 

 

虽然从 20 世纪末开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扶贫”工程（主要在

农村）和最低生活保障工程（主要在城市），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中

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比如说，1999 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镇建立起来后．实际上只有五

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人得到了救助。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一些贫困县的财政收入有

限，无力为实施这个计划提供相应的资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 20 世纪末的几年，

中国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所谓的“返贫”现象。据报道，广西省 2000 年返贫率达到 15％，在

一些地区甚至达到 30％。2000 年上半年，安徽一个省就有 100 万农村人口返贫。[26]虽然中

国在 2004 年 10 月 17 日“国际消除贫困日”曾经向世界宣布，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

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2003 年底的 2900 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 30.7%

下降为 3%左右，[27]但另一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5 年社会蓝皮书》提供

的统计，该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最富有的 10％的家庭

与最贫穷的 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 8 倍，约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该报告同时指出，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计起来就形成了财产

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中国收入最高的 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

将接近 50％，收入最低的 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仅维持在

1%上下，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也只占财产总额的一半。[28]

总的情况是，在新的世纪之交，中国衡量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1988—1990 年，全国基尼系数由 0.341 上升到 0.343，平均每年上升 0.001；1990—2000 年

基尼系数由 0.343 上升到 0.417，平均每年上升 0.007；2000—2003 年基尼系数由 0.417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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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0.448，平均每年上升 0.010。[29, p. 44] 2005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又创新高，已经逼近 0.47

（世界最不平等国家巴西的基尼系数为 0.61），大大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贫富分化的警戒线即

0。4。[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增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一直快于中

西部地区的发展。从人均GDP看，1980 年东部与中、西部之比为 1.47∶1∶0.82（中部地区

设定为 1），1990 年为 1.56∶1∶0.85，2000 年为 1.90∶1∶0.77，2002 年为 1.93∶1∶0.78。

很明显，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88—2003 年，按现价测算，东部地区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4.2%，中部地区增长 13.9%，西部地区增长 13.2%。1980—

在 2003 年，按现价测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2.7%，中部地区增长

11.9%，西部地区增长 11%。[29, p. 44]

实际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9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在提及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分

化问题时，就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的确，贫富分化的加剧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

社会经济发展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政府在社会公正即各阶层、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方面就无所作为，但问题是收效并不

显著。这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且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

善同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支持体系，比如说有关税收、劳动保护、职工权益的相关制

度。这样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使它们实际上赚

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同时造成了职工的相对贫困，而且腐蚀了政府的财政基础。近年来被

媒体大量报道的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例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民工的工资本来就低得不合

理，他们事实上也没有享受到任何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而就连这么一点微薄的工资

还要被拖欠，这实际上说明了当代中国劳资双方之间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在社会政治权力

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第二，中国仍然缺乏相应的制度框架，以保证各地区、各阶层相对平衡的发展。众所周

知，中国的东部发展快于中西部，城市发展快于乡村，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对沿海和

城市地区的政策倾斜，但类似的政策在中西部与广大的乡村地区却难以收到类似的成效，其

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以及不同的经济结构。因此，如何使各

地区、各部门平衡发展就涉及到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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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民基本上处于个体经营状态。问题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保障，

个体农民根本不可能与现代化的各种工业和商业组织展开竞争，大部分农民的贫困化与破产

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在不恢复“大锅饭”的前提下维护广大农

民的利益、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有 8 亿农民，如果能够

真正为他们找到一条具有可持续性的走向富足生活的道路，那么就是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

一大贡献。虽然这条道路的具体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根琚世界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

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一方面继续推动农村的非农化进程，把一部分农民从农村

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最后是利用中国经济

发展所积累的基础，从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入手对农民进行补贴，三管齐下，最终解决城乡

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三农”问题。 

第三，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要真正解决社会分化的问题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

一方面是突破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式的思维方式，从积极的角度使他们进入新的经济结构，

并且在其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乃至地区

都存在它的“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简单地说，就是比较赚钱的产业和不那么赚钱的

产业。但是，那些不那么赚钱的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创

造就业方面可能还具有比经济意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这样，政府就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政策

手段，保证这类产业不至于在竞争中被消灭，同时还要保证这类产业的工资水平不至于因为

竞争而过分下降，使它们能够真正发挥经济平衡与社会平衡的作用。比如说，现代绝大多数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接受政府的大量补贴，即使在像美国那样农业已经实现高度产业化的

国家也不例外，至于日本政府对本国农业的补贴则更是成为这个国家经济结构的一大特色。

这种补贴政策是政府的再分配职能的典型体现之一，它是强制性的，但严格来说并不是救济，

而是通过再分配对第一次分配中失利的一方做出的补偿。这方面中国政府虽然已经付出了巨

大努力，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对农民基本上还只是限于为他们减轻负担，真

正为他们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并且帮助他们发展的情况还比较少。 

总的来说，实现社会公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需要国家为此

付出极大的努力，既需要制度上的创新，政策上的调整，也需要必要的强制——一种再分配

制度最终是以对部分社会成员的强制为基础的。中共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

在新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应该说是具有战略远见的，而现实社会公正，可以说在和谐社会

的建设中具有一种核心的地位。以后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这一战略方针具体化为国家的制度与

政策、并将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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